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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质量高校与地方政府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是实现科技创新的重要手段。现有研究缺乏对建设高质量高校与地方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系统的认识。本文基于资源基础观使用fs/QCA对广东省19个高校与地方政府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案例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1）当地产业基础、院校品牌、政府和院校资源支持无法单独构成高质量新型研发机构的必要条件；（2）存在驱动高质量高校与当地政府构建新型研发机构的3条路径：1）当地产业基础好，院校品牌知名度高可获得较好发展；2）在院校品牌知名度不高的情况下，资源支持高可获得较好发展；3）当地产业基础好，资源支持高可获得较好发展。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利于深化对我国高校与地方政府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高质量发展背后多重影响因素间的复杂关系的理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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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34223729]Abstract：Univers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to build high quality new R & D institution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achiev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isting research is short of the systemic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building univers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high quality new R&D institutions. In this paper,we use fs/QCA to conduct configuration analysis of 19 new R&D institutions of univers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 building based on Resource-Based View. Study found that:(1)the local industrial base, the brand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surpport ofgovernment and universities resources can not alone constitute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of a high quality R&D institutions;(2)there is three paths of driving high quality univers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 building new R&D institutions:1)good industrial foundatio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igh brand awareness can obtain better development;2)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low brand awareness of universities,the high support of resources can obtain better development;3) local good industrial foundation and resources to support high can obtain better development.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s conducive to deepen the r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multiple factors behi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new R & D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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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研发机构诞生于我国科技创新的关键时期，它与传统的研发机构不同，针对市场需求，提供科技研发服务，其用人机制灵活，管理体制现代化，运作形式市场化。新型研发机构的蓬勃发展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其融合高校资源和政府支持，吸纳海内外优秀科研人才，越发成为中国科技创新改革的中坚力量。
当前新型研发机构处于积极发展的时期，发展模式尚不成熟，相关理论尚不完善未形成完整的体系，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对于新型研发机构的探索都是从局部发展现状而非整体视角来探究，主要分为两方面的研究：一是关于新型研发机构的创建和发展现状，主要有学者陈宝明[1]、陈少毅[2]等、二是关于新型研发机构发展模式、建设模式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学者谈力[3]、朱建军[4]、夏太寿[5]等，但这些研究并没有系统揭示新型研发机构发展影响因素，缺乏对核心条件的组合分析和多要素的复杂运行原理。本文认为对于新型研发机构的研究应该从整体角度出发。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采取整体的（holistic）的视角，开展案例层面 （case-oriented）比较分析，每个案例被视为条件变量的“组态”（Rihoux&Ragin）[6]，这种方法旨在通过案例间的比较，找出因果关系，为解决此类问题提供新的思路。本研究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整体、系统的视角探究解决新型研发机构发展过程中影响因素的多种路径组合方式。
[bookmark: _Hlk33900021]在资源基础理论中，资源是企业发展影响的根本。Barney [7]认为资源是企业拥有的提供企业效率的资产、能力和知识的总和，是有价值的、稀缺的、不可模仿的和非替代的。本研究在资源基础理论框架下，以广东省19个高校与地方政府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为案例，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简称fs/QCA）从产业基础、院校品牌、资源支持三个方面探讨地方政府与高校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发展模型，具体而言，我们将探讨以下问题：一是高校与地方政府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多要素多组态发展模式是什么？二是哪些影响因素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资源基础框架中多重条件协同效应的探讨，阐述广东省新型研发机构发展多要素间的复杂互动本质，以弥补现有研究在解释此类问题上的不足。本研究有利于深化高校与地方构建新型研发机构高质量发展认识，同时有利于为地方构建新型研发机构提供实践支撑。
1.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1.1新型研发机构发展及影响因素研究
“新型研发机构”是具有中国发展特色的说法，国外更多以独立研发机构为对象进行研究。本研究主要从国内外学者对研发机构、地方政府构建的新型研发机构与高校的关系以及新型研发机构发展影响因素这三方面来探讨。
[bookmark: _Hlk33533774]Moulaert和Cabaret[8]认为研发机构能够地区文化、地区制度产生支撑作用，相反地区创新性的提高也能够促进研发机构的发展。Mazzoleni、Nelson[9]和Pestre[10]等国外学者认为科研机构和高校对于当地区域经济的发展会产生积极影响，促进科技水平提高。Maura[11]指出大学科技孵化基地等平台是政校企共同推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一种有效形式。而我国随着科技体制不断深化，新型研发机构不断涌现，国内研究者从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现状、管理模式等方面对国内新型研发机构进行研究。国内研究学者陈宝明[1]认为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背景主要在于传统研发机构迫切想要转变发展方式，同时其运行机制难以适应产业发展和师姐科技竞争的压力。谈力[3]根据建设投资主体划分不同的建设模式，根据其各自的优劣势不同进行分类支持，夏太寿[5]、朱建军[4]等学者重点从我国新型研发机构建设模式和运行机制等方面探讨当前新型研发机构存在问题并提出建议。从当前国内新兴研发机构研究现状来看，众多学者对于新型研发机构的研究较浅显，聚焦于其发展现状并从中提出改进建议，缺乏系统的观点。
[bookmark: _Hlk34065036]当今世界，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在孕育和兴起，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热潮正在全世界迅猛掀起，其发展离不开政府、高校和社会的共同支持。通过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我们发现，国外学者认为对成功研发机构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方面：政府资金支持（Carayannis[12]）、发明专利（Michael[13]，Martinez [14]）、区域位置和政策（Michael[13]、张玉臣[20]、）、以及共同的发展愿景（Martinez [14]）等。相对而言，对于新型研发机构影响因素的探讨较为缺乏，主要是从政府政策支持（周恩德[15]、吴俊[16]）、研发投入（张艳辉 [17]、马文聪 [18]、冯文娜 [19]等）、技术效率、企业规模（张玉臣[20]）、组建性质（周恩德[15]）等角度出发。从当前研究来看，国内学者对于研发投入对新型研发机构的影响研究更深入，并且对于影响因素研究更多从单一角度出发，缺乏系统、整体观点。
1.2国内外研究述评
科学技术是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下国家发展的重要手段，综合国外内研究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一是我国目前对于新型研发机构的研究正在逐渐增加，但体系尚未完善；二是缺乏针对新型研发机构全面的研究，大多数研究着手于其中一小部分；三是缺乏强有力的研究方法支撑，大多数研究目前运用理论研究，少量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本研究使用定性比较分析法（QCA）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持。希望本研究能在丰富新型研发机构研究的基础上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1.3分析框架
资源基础理论表示企业是由不同资源组成的综合体（Wenerfelt），众多要素共同组成了企业资源，内外部资源相互连接、共同作用，最终形成企业优势（Penrose）。本研究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以广东省19个高校与地方构建的新型研发机构为例，从政府产业、院校品牌及资源支持三方面着手研究其如何影响高校与地方政府构建新型研发机构的高质量的发展。
产业资源基础。研发机构所在地的产业基础强弱不仅代表着当地的经济实力，也是新型研发机构存在及发展的基础。产业发展越活跃，越能催生对新型研发机构科技服务的需求和促进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因而较好的产业基础将会构成当地政府的独特资源。
院校品牌资源。新型研发机构依托所在高校学科优势，在一定程度上院校品牌代表着院校的影响力和受重视程度。李石勇[28]在其研究中提到在双一流高校建设过程中，加大科技资源投入力度、提高科技资源配置绩效，以更高的科技资源投入获得更丰富的成果。通过其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资源对于高速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双一流高校拥有更多优质资源支撑。
资源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初始，来自政府和高校的资源支持是其迅速发展的强有力保障。从研发机构角度而言，资金和土地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转化为生产力。因而，强有力的资源支持是促进高校与地方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的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
总而言之，本文从产业基础、院校品牌和资源支持三方面出发，探讨影响高校与地方政府构建新型研发机构的影响因素，通过联动匹配发挥作用。本文分析框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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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分析框架
2.研究方法与数据
2.1案例选取
广东省作为全国经济发展中心之一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广乃百川的包容度，更是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先锋地区。本文选取高校与地方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作为样本是由于相比传统的研发机构此类政校企合作的新型研发机构更具代表性。根据案例的实际情况选取19家符合产业基础、院校品牌和资源支持三方面数据搜集要求的高校与地方政府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作为样本。同时我们根据理论上一个条件为n的现象，具有的组合数最大可以达到2n，样本数不能少于2n（Ragin）可知，本文共选取3个条件变量，确定19个案例样本远超过条件所要求的案例数量，对于案例数的选择是恰当的。
2.2定性比较分析（QCA）
本文尝试在资源基础理论上分析新型研发机构发展背后的多元驱动机制，因此拟采用fs/QCA开展实证检验。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兴起于西方的社会科学，它作为传统的定向与定量方法的衔接，代表一种全新的思维逻辑。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产生的直接动机在于人们对于解决因果复杂现象的好奇,在20世纪80年代由社会学家Ragin提出。定性比较分析的基本逻辑是：基于布尔代数原理，通过研究各个集合间的隶属关系，从而探索出多个案例所展现出来的普遍特征[21]，该方法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通过不同因素组合的隶属关系来研究社会问题。第二，不同路径关系的组合可以达到同样的研究结果非对称性关系的存在，QCA目的在于找出这些路径，它承认了复杂社会现象背后存在的并发条件；第三，聚焦于因素的质变，关注的是因素的“有效变化”（Gigerenzer）[22]。
定性比较分析分为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以及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mv/QCA）三个基本类型。相较于cs/QCA和mv/QCA只适合处理类别问题的特点而言，fs/QCA还能够进一步处理有关程度变化抑或部分隶属的问题（杜运周、贾良定）[6]，因此本研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
进入20世纪以后，国外学者对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关注度呈上升趋势，在国外涉及政治学、管理学与国际学科等诸多领域[23]。近年来，国内学者王凤彬、杜运周、谭海波也开始逐渐将该方法运用于战略管理等领域。
2.3数据与校准
在fs/QCA中校准（Calibrating）指的是给案例赋予集合隶属的过程（杜运周、贾良定）[6]。具体而言，研究者需要根据已有的理论知识和案例情境将变量校准为集合。校准后的集合隶属度将介于0～1之间。为了将条件变量的取值校准到0～1的区间范围内，研究者需要结合案例中条件变量的实际取值分布，并根据案例的实际情况来选取能够体现条件变量中间程度的取值来选取校准的锚点（完全隶属、交叉点、完全不隶属）[23]。
本文使用了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QCA）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其中结果变量新型研发机构发展质量和条件变量院校品牌、资源支持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产业基础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于产业基础各锚点的选择，本研究结合研究资料的实际取值情况选取能够体现条件变量中间程度的取值。其赋值结果如表1。
表1 结果变量与条件变量的指标描述与校准
	变量
	指标描述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发展质量
	科学研究水平
技术创新水平
研发服务水平
	1
	
	0

	产业基础
	2018年度广东省高校与地方政府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所在地区的第二产业增加值
	600 0
	140 0
	500

	院校品牌
	是否为双一流高校
	1
	
	0

	资源支持
	资金支持
土地支持
	1
	
	0



2.3.1结果变量
本研究关注的结果为高质量发展的高校与地方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根据中国科技部对于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定位，新型研发机构是聚焦科技创新需求，主要从事于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研发服务三个方面的内容。因此，其发展质量的衡量也应该从这3方面入手。基于此，本文选取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研发服务水平作为结果变量的测量指标。本文依据这三个指标对广东省高校与地方政府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进行赋值，对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研发服务水平较高的机构赋值为“1”，对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研发服务水平一般及其以下的机构赋值“0”，由此反映出各高校与地方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质量程度。
2.3.2条件变量
产业基础。高校与地方政府构建的新型研发机构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政府对于研发机构的支持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当地政府的产业经济实力，林巧宁[26]认为在市场经济发达地区诞生新型研发机构并非巧合，而是由于该地区有强大的产业基础为支撑，以广东、上海等为首的东南沿海地区具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因此率先将新型研发机构发展起来。而受当前中国国情影响，工业发展是影响整个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第二产业占据地区年总生产总值的大部分，新型研发机构当前更多也是为发展工业提供技术保障与支持，因此选取该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更具有代表性。基于此本研究采用2018年度广东省高校与地方政府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所在地的第二产业的增加值作为衡量政府产业基础的测量指标。本文依据所选案例的实际情况将其生产指标划分为三类：600 0亿元及以上代表着该地区产业基础非常好，所以将600 0亿元设为完全隶属点，代表着全部样本中产业基础非常好的案例；500亿元及以下代表该地区产业基础薄弱，所以将其设为完全不隶属点，代表着全部样本中产业基础薄弱的案例；140 0亿元作为交叉点，是从整个样本的实际情况出发选出较为适中的数据，代表着样本中产业基础普通的案例。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8》。
院校品牌。新型研发机构着重于利用高校创新资源，促进技术发展。罗林波[25]研究认为当前我国企业创新能力不够，核心专利、高价值专利创造能力不够，但与此同时，高校创新资源众多，创新能力较强，荣誉专利居多，专利运营化不够。因此促进高校与地方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在未来将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举措。2015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将“211”，“985”工程等重点项目，共同纳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闫建璋[27]在其研究中提到，第一批入选“双一流工程”的高校将获得大量资金投入。这些不仅是国家下发专项资金，还包括省级、市级拨款支持乃至校级资金倾斜。如河南省政府表示拟筹40.27亿元支持郑州大学、河南大学进行“双一流”建设。正如克拉克·克尔所言“哪所大学得到较大数量的拨款，将有利于这所大学未来十年或二十年的发展”。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能够获得更多资源支持的是被纳入“双一流”建设行列的高校。因此本文将双一流院校赋值为“1”，非双一流院校赋值为“0”。
资源支持。在科技进步的今天。政府对于科技创新重要性的认识越发深入。因此，政府出台各项政策措施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常见的就是来自政府高校资金和土地资源的支持。王一卉[24]研究发现在相对缺乏经验的新兴企业中投入政府补贴有利于提高创新绩效，而在经验丰富的企业例如国有企业投入政府补贴会降低企业创新绩效，因此他得到政府补贴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取决于企业条件。本文通过衡量政府对于新型研发机构的资金和土地支持，其中，政府与高校资金、土地支持程度高的新型研发机构，赋值为“1”，与之相反，资源支持程度低的机构赋值为“0”。
3.数据分析结果
3.1必要条件分析
在对条件组态进行分析之前，研究者需要首先逐一对各个条件的“必要性（Necessity）”进行单独检验，并且通过“布尔代数最小化”识别出对目标案例解释力度最大的条件组态。因此，本文首先分别对个条件进行必要条件分析，如表2所示。
根据表2对于必要条件分析结果显示，产业基础、院校品牌、资源支持的一致性均低于临界值0.9.这一结果显示了高校与地方政府共建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复杂性，即需要政府、院校和资源支持相互间联动匹配才能够共同影响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换言之，高校与地方政府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发展质量高低与否，应该综合考虑政府、院校和资源支持3个方面下多重条件的并发协同效应。
表2 必要条件分析
	
	高校与地方政府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发展质量

	条件变量
	一致性
	覆盖度

	产业基础
	0.852 5
	0.931 7

	院校品牌
	0.875 0
	0.875 0

	资源支持
	0.375 0
	0.857 1


3.2条件组态分析
我们采取Ragin和Fiss（2008）所提出的QCA分析结果呈现形式。该呈现形式的优点在于，其能够比较清晰地表明各个条件在组态中的相对重要性，分析结果如下：


表3高质量高校与地方政府构建新型研发机构组态分析
	
	Outcome

	Condition
	路径1
	路径2
	路径3

	产业基础
	
	
	

	院校品牌
	
	⊗
	

	资源支持
	
	
	

	一致性
	0.988
	1.000
	 0.982

	覆盖度
	0.755             
	0.063
	0.365

	唯一覆盖度
	0.449             
	0.004
	0.000

	总体覆盖度
	 0.818

	总体一致性
	 0.989


注：1）   表示该条件出现;2）⊗表示该条件不出现;3）空白表示该条件出现或不出现
表3展示了高校与地方政府共建新型研发机构高质量发展组态分析的3条路径。其中每一纵列代表了一种可能的条件组态。总体覆盖度（Solution Coverage）为0.818，这意味着，3类条件组态可解释81.8%的高发展质量的新型研发机构案例。总体一致性（Solution Consistency）为0.989，这意味着，在所有满足这3类条件组态的高校与地方政府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案例中，有98.9%的新型研发机构呈现出较高的发展质量。总体的一致性和覆盖度均高于规定的临界值，这表明分析结果有效。基于条件组态，我们可以进一步识别出产业、院校品牌和资源在推动新型研发机构中的适配关系。
具体而言，条件组态1表明，当新型研发机构所在的地区有较好的产业基础，经济较发达，同时合作构建新型研发机构的高校有较好的院校品牌时，该类新型研发机构拥有较高的发展质量。这意味着，在这条驱动路径下，相较于其他条件而言，产业基础和院校品牌对于发展高质量的新型研发机构更重要。约75.5%高校与地方政府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高发展质量案例能被此条路径解释。另外，有44.9%的高发展质量的高校与地方政府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案例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
条件组态2表明，当新兴研发机构拥有来自所在地区政府和合作高校的资金及土地支持时，在院校品牌不突出的情况下也能获得高质量的发展。因此在这条路径下，政府和院校提供的资源支持对于发展高质量的新型研发机构更加重要，产业基础这个条件对于高校与地方政府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高质量发展无关轻重。这意味着来自政府和高校的资源支持能够有力消除院校品牌对于高校和地方政府构建高质量新型研发机构的桎梏。该条路径能够解释约6.3%的高质量新型研发机构案例。其中只有0.4%的案例仅能被该条路径所解释。
条件组态3表明，新型研发机构所在地区拥有良好的产业基础且政府和合作院校提供强大的资源支持时，此类新型研发机构拥有较高的发展质量，这意味着在这条驱动路径，院校品牌知名度这个条件对于发展高质量的新型研发机构的影响不重要。这显示出，来自政府和高校的强大支持能够有利破解来自院校品牌知名度不高对于发展的制约。该路径能够解释约36.5%的高校与地方政府构建的高质量新型研发机构案例。其中，无案例仅能被该条路径所解释。
因此，综合我们可以得出，在构建高质量的高校与地方政府新型研发机构时，我们需要综合考虑产业基础、院校品牌以及政府资源支持的联动匹配作用。
4.研究结论
我国科技创新的脚步随着科技革命的兴起愈发坚定。新型研发机构的蓬勃发展象征着技术创新发展方式的革新。但是当今研究对于影响新型研发机构高质量发展要素与组态研究并未深入探讨。因此，本文以广东省19个高校与地方政府构建新型研发机构高质量发展为案例，使用fs/QCA进行分析，探讨政府、高校和资源支持影响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发展模式。研究发现：
[bookmark: _Hlk37340974]第一，当地产业基础、院校、政府资源无法单独构成高质量高校与地方构建新型研发机构的必要条件。高校与地方政府构建的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不是单一因素能决定的，一定是来自政府、院校和资源各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这表明发展高质量的高校与地方政府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离不开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单一因素无法构成影响其发展的必要条件。
第二，发展高质量高校与地方政府共建新型研发机构有3条发展路径：
（1）路径1为当地产业基础好及院校品牌知名度高的高校与地方政府共建新型研发机构可获得较高发展质量，此条路径是在该新型研发机构所在地区拥有较强大的经济基础刺激研发机构的技术需求，同时院校品牌较好导致高校有更丰富的资源支持，因此此类新型研发机构具有更高的发展质量。在总样本中共有14个案例样本能被此条路径解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为A研究院。A研究院所在所在地为深圳，作为广东省经济发展的龙头，2018年第二产业增加值高达996 1.95亿元，同时和政府合作的高校为“双一流”高校，是我国最高学府。截至2018年12月，A研究院已经成立了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四十多个实验室和研发中心，累计孵化企业250 0家，培养上市公司21家，拥有包括国内外院士7名、“973”项目首席科学家5名在内的数百人研发团队。
[bookmark: _Hlk34412372][bookmark: _GoBack]（2）路径2为当地政府和院校资源支持程度较高但院校品牌不够优秀的新型研发机构。此类新型研发机构虽然合作高校为非“双一流”高校，但其拥有来自政府和院校的资金与土地的大力支持，有充足的资金支持和高校创新资源。在总样本中有1个案例能被此条路径解释，最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为B研究院。与政府合作构建研究院的高校为非国家“双一流”高校，但当地政府拨款1亿元资金和2万平方米建设场地建设研究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合作院校品牌知名度不高的缺陷，当前该研究院已经建成7大公共服务品台、4大创新创业平台和3大实验室，引进200多名国内外高端人才，孵化100多家技术研发型企业，申请专利600多件，实现技术服务收入超10亿元，带动新增产值50亿元。
（3）路径3为当地产业基础好，政府支持程度高的高校与政府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此类研发机构所在地区经济基础雄厚，政府对发展新型研发机构重视且大力支持，拥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刺激需求增长和充足的资金支持。在总样本中有6个案例能被此条路径解释，其中典型案例之一为C研究院。该研究院所在地为深圳市，常年作为广东省发展最迅速的城市，2018年第二产业增加值高达996 1.95亿元，产业基础雄厚。同时C研究院建筑面积总达310 00m2，且首期注入资金高达200 0万元，为研究院的初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C研究院当前已成立了2个国家重点实验（深圳研发中心），催生出了21家高新技术企业，转化了30多项技术成果，吸引了2.15亿元社会化资金和产业化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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